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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国儒教的特点

张 立 文

儒学对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哲学、教育、艺
术、科技以及典章制度、论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均产生了巨

大而深远的影响。她是东亚各民族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源头活水之一，也是东亚各

民族不断创业的精神财富之一。

21世纪人类和东亚共同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和各文明

之间的冲突，并由此五、大冲突而带来五大危机，即生态危机、人文危机、道德危

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它直接威胁着人类和东亚的生存和发展。如何化解此五

大冲突和危机，东亚儒学文化宝库中能否对此做出回应，能否具有化解的资源? 笔
者认为，儒家创始人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和“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夜》)，便是化解此五大冲突和危机的指导原理和操作

方法。它为人类的“安身立命”应示了方向，为家国的“修齐活平”开出了理路。这就

是说，儒学在现代仍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个全球理念的视国中，在与中

国儒学的比较中，来研究韩国儒学，可以显示韩国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Ⅰ. 实践经验伦理

韩国作为一个实存的主体，儒学究竟何时传来、输入、受容、接触、起源、起点

等1)，不仅在时间上见仁见智而且在用词上各有千秋。笔者在此不想作价值的评判，

只在时间上采取一种说法，为自己对韩国儒学的传授和发展的时阶的划分上提供一

种方便。

儒学在韩国的传授和发展可分为两个大阶段，前一阶段是引进、受容，与本土文

化相结合的融突期，以儒家经验理性的道德伦理为特征；后一阶段是发展、创新，

1)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东大图书公司 1992年版，第15-24页。另参见拙著:

《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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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佛道文化批判的和合期，以理学儒学的道德的形而上、下相合一为其特征。细
可分为四个阶段，前后均可分为二：公元前3世纪左右到三国时期为传授期，统一新

罗和高丽时期为融合期，是为前期；李朝为造极期，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李朝灭
亡，为延续期，是为后期。在此四期的演变过程中，儒学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

文化氛围，以及儒学自身的理论形态的变换、思维内涵的变化等外缘内因的转变，

而呈现出其独有特点。这些特点是韩国儒教精神的精华，也是韩国民族精神的体

现。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频繁交往，“魏略”记载：“昔箕子之后

朝鲜候，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候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

周室。其大夫礼练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不攻2)。春秋战国时，朝鲜与
燕国已有往来，约公元前四世纪，朝鲜准备“兴兵逆击燕”，后乃止。秦末，天下大

乱，燕、齐、赵人民愁苦，亡往侯桂。在人民流入的过程中，不仅把中国的农耕、

工艺、生产技术和商品、货币带到朝鲜，而且把礼乐文化、思想观念、语言文字、

风俗习惯也带到朝鲜。如朝鲜发现的战国时“明刀钱”货币上铸有汉字，秦戈上的秦

篆及汉武帝时铸的“汉孝文庙铜钟”的汉字等。

秦汉之际，“侯桂既僣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官人走入海，居韩
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3)。” 

卫满朝鲜汉时属乐浪郡，随汉建制，必传授汉代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汉时立 

“五经”博士，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术”作为主导的思潮，在属于乐浪

郡的卫满朝鲜得到传授。如在平壤乐浪郡旧址古墓内出土的竹胎漆奩上，发现了孝

子故事绘图，它与后汉武梁祠石刻相同4)。说明儒家“孝”的思想观念已被容纳，并运
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

在古朝鲜和卫满朝鲜时期，“人性强勇”，民风淳朴，“国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

之天君5)”敬畏鬼神，特别是天神，天君的自然信仰。随著人民因政治的，经济的原

因而频繁迁從往来定居，儒学的传授主要是百姓日用层面的待人接物的行为道德，

具有实践经验伦理的特点。因为当时掌握知识的士人是少数，广大的百姓不可能都

去读《论语》、《孟子》等儒学的著作，也不可能理解，但知道父子之、主仆之间，应
该“忠”、“孝”。虽然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履行忠孝的道理，但知道怎样去做，是一

种实践经验的传授，是维持社会伦理秩序的需要，这就改变了上古“其俗少纲纪”、

“无长幼男女之别”6)的状况，有了一种遵循社会伦理道德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对于人

2)《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30，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0

页。

3)《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3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0页。

4) 参见金忠列：《高丽儒学思想史》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30页注。

5)《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3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2页。

6)《乌丸鲜卑东夷传》,《三国志․魏书》卷30，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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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为人的人的本质的体认，是人认识它自己的一种提升。

人一呱呱落地，他(她)第一声啼哭其橹到了一个生疏的世界，他(她)第一眼看见这
个生疏世界，不知给他(她)带来的是什么? 同时他(她)看见了他的母亲，这个在她肚

子里孕育了10个月的并不生疏的母亲以及有血缘关系的父亲。因此，他(她)们“孝”

敬父母便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并由亲推及疏，这也合乎人的交往活动的亲疏远近的

差异，所以，它是合理的。从古朝鲜、卫满朝鲜到汉四郡，由儒家到儒学的“孝”伦
理道德及与“孝”相关伦理道德得以较普遍地传授，是合乎规律的，而具有经验性

的、实践性的特点。

汉四郡时的朝鲜，由于属于汉的建制，所以在典章制度、礼仪形式层面，受儒学
思想的参透，礼法的底蕴已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注重内在道德教化和羞耻心的

培养，而取代注重外在严刑峻法的单一性，使道德礼仪与政令刑罚相济相补。

到了三国时，儒学得以较全面的、普遍的传授，他不是仅停留在实践经验论理的

层面，而是向理性经验论理转变，并以理性经验伦理为其特点。

高句丽建国(公元前37)虽晚于新罗(公元前57)，但由于其地理上与中国东北大陆
相接壤，而传授儒学较其他两国为早。它传授已不是元典儒学而是汉代经学儒学。

《旧唐书》记载：“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廝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

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
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 尤爱重

之7)。”《五经》为《诗》、《书》、《易》、《礼》、《春秋》，为儒学经典，史学和文学著

作，亦体现了儒学精神。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立太学教育子弟”，这样从中央

到地方，都以教授儒学经学、史学、文学为主，而不教授佛学。从国立太学到地方

私立扃堂，既要学习经学、文史，又要学“习射”等武艺、技艺，相似于孔子的“六

艺”。学生们在学习中对儒学的体悟就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接受上，而且也接受了儒学
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礼仪制度。在近400年儒学文化与本土俗文化的

融合中，两者已一体化，或曰儒学的本土文化。当公元372佛教传入。642年匆教传
入时，并没有与儒教构成严重冲突。但由于佛、道的冲突，而造成高句丽的式微。

百济(公元前18～公元660)温祚王为高句丽朱蒙的儿子，他率臣民南下与韩而建

国，原接受北方“经学儒学”的影响，即注重名物训诂之学，后又接受南方“玄学儒

学”的义理之学，并把两者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起来，使儒学得以发展。“其书籍有

《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8)。在传授儒学载体的经、史、子学中，

五经博制度、国家典章制度(包括衣著、朝拜、“六佐平”、“十六官阶品”等)都得到加

强。百济曾要求梁国派遣讲论《五经》的学者束教授经传的义理。阿辛王14年(405)

五经博士王仁带《论语》、《千字文》到日本，传授儒学。百济儒学在融合汉代经学儒

学与南北朝玄学儒学中，具有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兼容的特点。

7) 《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页。

8) 《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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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公元前57～公元668)虽在三国中直接与中国儒学交流较晚，但其所建立胡

“六村”(部族)和湝协议制，使社会较安定，成为中国流民(包括知识分子)的归宿地，

而带来儒学文化、道德伦理、礼仪规范等，促使国家体制得以完善起来。新罗直接

与盛唐文化交流，在社会典章制度、伦理道德、礼俗生活等受儒教影响，同时亦吸

收了佛教和道敎思想。形成了在社会制度、政治道德层面以儒教为主导，在学术思

想层面以儒、释、道三教融合为特征的思潮，其突出表现是“花郎道”。“花郎道”是

以儒教与新罗传统爱民思想相结合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的和合新生的一种形

式。如果说百济是南与北儒学、训诂与义理之学的融合，这是儒学內部解释的转
换，那么，新罗的儒、佛、道三敎融合，便是儒学由内到外的融合，其融合的广度

与深度是前所不及的，这是新罗儒学的特点。

Ⅱ. 理性经验伦理

三国时期的结束，儒学发展便进入融合期，如果说从卫满朝鲜到三国是儒学的引

进和传授，哪么，新罗和高丽的一统国家，便是以儒教为核心，融合佛、道为其特

征。它经历了以实践经验伦理向理性经验伦理的转换并为其思想特征。

新罗统一高句丽、百济后，始终与唐王朝保持友好关系，“留学僧”和“留学生”大

批赴唐9)，促使了学术交流的深入，“留学生”参加唐的科举考试，贡科及第者有58

人之多。他们对于儒学经典稔熟精通，儒学精神体贴深刻，对于体现儒学精神的国
家典章制度有深入的了解和掌握，对儒学的化理道德身体力行，他们回新罗后便推

动了儒学在各个领域的实践和发展。公元682年设立“国力”，“国力”以教授《论
语》、《考经》、《毛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为主，几代国
王也亲临国学听讲，地方学校亦以教授儒家经典为主，并以表彰孝子顺孙来提升、

化育社会道德风气，而成为人人“知书喜学”的“君子之国”。唐玄宗开元25年(737)遣

邢璹到新罗，他对邢璹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

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10)玄宗有大国思

想，这是历史的局限。他选儒学造诣高深，善与讲论的邢璹使新罗，亦从一个侧面

说明新罗士人精通儒学，否则难与讲论。玄宗称新罗为“君子之国”，其美名远播，

亦可知新罗礼仪法度、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已达较高境界。开元是唐之盛世，称其

“有类中华”，确是一很高的评价。

9) 在安鼎福的《东史纲目․真圣女王三年条》记载：新罗常派王子宿○于唐，并遣留学生入

唐太学修业，修业以10年限，期满令回国，另派人修业。留学生申购图书费用由本国负
担，衣、食由唐鸿○寺供给。（参见柳承国:《韓国儒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71页。

10)《东夷传》,《旧唐书》卷199上，中华出局1975年版，第5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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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于元圣王4年(788)仿唐科举制度，以儒学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始定读书三品

以出身，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意，兼明《论语》、《孝

经》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

《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1)”。这种以读书三品出身授官，便使儒学
与科举取士相结合，不仅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而且使儒学的现实社会价值得以

发挥。国学中供奉孔子，也使孔子神化。这种读书出身科授官，使中央到地方的政

治的机构的官员，都由儒者担任，儒教政治、伦理得以贯彻和实现。

新罗时杰出的儒学思想家有强首，薛聪和崔致远。强首(?－629)认为佛教为“离世

俗之外教”，而願学儒教，他从师学《考经》、《曲礼》、《文选》等，是精通儒敎道

义、礼法、文字、文章的大学者，是具有孔孟原儒道义和汉唐新儒文章而又融会贯
通的大儒。在武烈王、文武王、神文王三代，他擅于解读唐朝的外交文书及撰写与
唐、丽、济的国书。文武王认为，先王清兵于唐，以平丽、济者，亦有强首文章之

助的功劳。

薛聪(约655～740)是高僧元晓与瑶石公主之子，早期入沙门，返家后致力儒学。

他“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12)”，“九经”是指“五经”的《礼》为《三礼》、《春秋》为
《三传》，合为“九经”。以“吏读”形式写成方言，有益于儒学的普及和理解。他有遗
文《花王戒》，以寓言形式警戒君王不应亲近邪佞，疏远正直之士，这是孟子和冯唐

之所以不能施展抱负的原因所在。此文凸显了儒学精神和他的儒者人格。

崔致远(857～?)12岁入唐求学，僖宗乾符元年(847)及第宾贡科。他曾任高骈的从
事官，制述檄文和书状，其文名广为流传。28岁回国后历任官职，但未能实现自己

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被贬为地方官，晚年辞官，游于智异、伽倻名山大刹之间，而

把儒、佛、道三教融合起来，体现了新罗时的三教融合的趋何和特征，这在崔致远
所作的《鸾郎碑序》中有关“花郎道”的论述里有明显的表现。

新罗通过国学(景德王时改称太学)的儒学教育和留唐学生的回国，推动了儒学的空

前发展，并在与本土传统“花郎道”的融合中，使儒学民间化、日用化，儒学的仁义
孝悌忠信等根本行为道德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实践，而成为其特点。

新罗末期，社会动乱，图谶盛行。918年王建起而建立高丽王朝。高丽儒学有分为
朱子学传来前后为两期13)；有分为过渡、形成、兴盛、衰退为四期14)等。高丽前期

儒学思想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与本土古神道文化的互融，可谓崔致远思想的延

续；后期儒教朱子学者以崇儒批佛为其特征。

前期三教互融互补，而各有其用。儒其用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教育人材，有

益于人的立志，修养和政教隆盛；佛之用在宗教信仰，有益于人的敬畏、修福；道

11)《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元圣王四年条。

12)《列传․薛聪传》第六，《三国史记》卷46。

13) 参见柳承国:《韩国儒学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1页。

14)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8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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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在去人为尊自然，有助于对天文、地理、阴阳、医药、曆数的研究和发展。太

祖王建的三教互融互用思想，体现在《十训要》15)中。《十训要》的1、2、5、6四条
是讲佛道。虽然王建取代弓裔，而运用儒家天命观和易姓革命(湯，武革命史例)思

想，为其合法性做辩护，但亦不忘“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儒、佛并用。

《十训要》的3、4、7、9、10五条，体现了儒学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德治方略

等，如“传国以嫡”；“文物礼乐”，悉遵唐制；得民心，“从诛远䜛”，“轻徭薄赋”，

“使民以时”；体恤百僚将兵，不得无功受禄；“博观经史，鉴古戒今”，把周公诚成

王的《书经，无逸》篇图揭出来，出入观者等。这《十训要》既是高丽的政治纳领，也

是其精神思想纳领。

太祖的为人为治都体现了儒学精神，13年(930)他到西京(今平壤)首兴学校，培养
人材，任命延鹗为博士，教授六部生徒16)，其教授內容以儒学经典为根本。王建在

创业时身边就集中了一批儒学家，如洪儒，崔凝，崔彦撝、崔承老等，他们为高丽
的建国和儒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光宗时益修文教、以儒治国，中央设“国学”，地

方建“乡校”，并实施进士制度，分进士科和明经科。这“使愚夫愚妇，皆歆科举之为
美”，儒学得以兴起，儒学风气影响全国。到成宗时(982～997)多次派儒学者到北宋

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984年12州设经学博士，并于992年建立国子监，培养有儒学
知识的人材，取代土豪，普及儒学以移风易俗。不仅大量收藏经籍，而且大量印刷

书籍。在“国以民为本”，“政在养民”的儒学德治思想指导下，儒学与儒风大盛这时
儒学处主导地位。崔成老(927～989)撰《时务策》28条，指出诸王崇佛的弊病，主

张“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17)，认为“行儒教者，理国之源”，并
是排佛的第一人。

教育的改革，私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大儒崔冲设立九斋学堂18)，讲授

儒经，被誉为“海东孔子”。其后名儒纷纷设学堂，聚徒讲学，学习儒经。显宗11年

(1020)将太祖潜邸定为先圣庙。肃宗6年(1101)在国子监内建文宣王殿。睿宗9年

(1114)亲临国学，献酌于先圣庙，主持讲经，开尊经讲学之风，历仁宗、毅宗而不

断。讲经的名儒如朴景仁、朴昇中、金富轼、金富辙、郑沆、尹彦颐、郑知常等20

多人，通过讲经活动，提高儒学学术理沦水平，并形成自己解释经典的观点和著

作：如尹彦颐的《易解》、金仁存的《论语新义》、崔允仪的《古今详定礼》等。金富

轼的《三国史记》是以儒学历史观为指导而撰写的韩国正史，是对于儒学政治理念的

发扬。

毅宗后近百年的武人擅政，社会动乱，淫礼巫觋，败坏风气，道德沦丧。但长期

15) 见《太祖世家二》，《高丽史》卷2。

16) 见《太祖世家》，《高丽史》卷1，太祖13年条。

17)《崔承光传》，《高丽史》卷6。《高丽史节要》卷2，成宗元年六月条。

18) 九斋学堂是按年级，将教室与科目分为九种，斋名有乐圣、大中、诚名、敬业、造

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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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儒教伦理教化和百姓日用化，人心仍保持著儒学伦理的自觉。当元朝以新儒学的

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以程(程颢、程颐)朱(熹)道学为科举考试程式后，以朱子

学为主的性理学就得以传播。忠烈王16年(1290)安珦带新刊《朱子全书》抄本回国，

并到国子监教授朱子学。他在《晦轩集․谕国子诸生文》中说：“圣人之道，不过日

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齐家，信以交朋，修已必敬，立事必诚而已。

彼佛者，弃亲出家，蔑伦悖义，则一夷狄之类。”从实践伦理切入而崇儒排佛，认为
朱子学是“发明圣人之道，攘斥禅佛之学”。从安珦(1243～1306)→白颐正(1260～

1340)→李齐贤(1287～1367)→李穀(1298～1351)，儒学渐具性理学与经学、修已

治人与经世致用相会通的特点。作为李齐贤的门人和李穀的儿子的李穑(1328～

1396)继承发扬了这个特点，并在他的体认下，提出了天、地、人同体，理、气、心

一贯和《易》、《庸》、《学》圆融的思想，使这种会通的特点发为理性的思辨。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新进士人郑梦周(1337～1392)和郑道传(1342～1398)都批判

佛教废弃伦常、费财损国，标榜程朱理学，履行儒教忠孝。由于郑梦周不支持易姓革

命的李成桂而被东，郑道传推戴李成桂而为功臣。梦周疲李穑“推为东方理学之祖

”19)。郑道传确立了李朝以儒立国、治国的设计，权近(1352～1409)说：郑道传“若

夫性理之学，经济之功，辟异端以明吾道之正，仗大义以佐兴运之降，文垂不朽，化

洽无穷，真社稷之重臣，而后学之所宗也”20)。他辟佛教，为以性理学的立国、治国
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其门人权近，绍承道传，为性理学的研究开出了新的理

路。权近以自己对性理学的独到体悟和逻辑思维，统摄性理学各范畴，而著《入学图
说》40篇，包括阐发“《四书学》”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等的要义和其范畴结构，

诠释“五经学”的义理的《五经体用合一之图》及《洪范九畴天人合一上、下图》等。

新罗、高丽两朝历700多年，为适应统一需要，儒、佛、道三教兼容并蓄，各施其

用，互融互济。尽管在立国治国上以儒教为主导，并得到不断的发展，但在宗教信

仰上却以佛、道为主导，特别是佛教的盛行。从儒学发展的特点来看是从实践经验
伦理理性经验伦理→性理逻辑思辨伦理。

Ⅲ. 性理逻辑思辨伦理

李成桂(1335～1408)朝鲜建国后(1392年)，性理学在批佛、道、尊儒学的情境

下，取得了独立发展的地位，儒教性理学的道学精神成为李朝生生不息的支撑。易

姓换代之际，政局混乱；佛教寺院的土地兼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儒学的纲常伦
理，忠孝节义，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等，适应了李朝统一的需要；再由于儒学的传
授已有近1500年的深远影响，早已成为朝鲜本土文化的一部分，其根基较佛、道都

19)《郑梦周传》,《高丽史》卷30。

20) 权近：《真赞四题》（三峰先生）,《阳村集》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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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因此，李朝便以崇儒抑佛代替高丽的崇佛尊儒，在独尊儒教的同时，道教也

受到压制。

儒学在新罗、高丽两朝通过与佛、道的互融，吸收佛、道，提升了自己的理论思

辨，而进入儒学的造极期，其特点为性理逻辑思辨的儒学。新儒学的朱子学成为官

方意识开态，礼乐文明的终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

公私学校的教育内容。尽管朱子学被奉为朝野视、听、言、动的圭臬，但由于性理

学者学脉派别、文化背景、情感审美、学养性格、解释方法等的不同，对朱子学体

认亦相差甚远。据韩国学者研究李朝性理学有主理派，主气派、折衷派、实学派之

分。实学派中又有启蒙派、经世致用派、利用厚生派、实事求是派21)之异。若按性

理学的演变发展而言，从太祖至成宗100年间，有国初的郑道传和权近，成宗时金宗

直(1431～1492)、郑汝昌(?～1495)、金与弼(1454～1504)，被称为“海东三贤”及

金时习(1435～1493)等；燕山君至仁宗为士祸期各儒有赵光祖(1482～1519)、徐

敬德(1489～1546)等；明宗至英宗200年间是性理学的兴盛期，有著名性理学家李

彦迪(1491～1553)、李滉(1501～1570)、曹植(1501～1572)、奇大升(1527～

1572)、李珥(1536～1584)、成浑(1535～1598)、宋翼弼(1534～1599)、金长生

(1548～1631)、张显光(1554～1637)、宋时烈(1607～1689)、李玄逸(1627～

1704)、林泳(1649～1696)、金昌协(1651～1708)、韩元震(1682～1751)等。名

儒辈出，学派涌现，相互切磋论辩，钩深致远。期间有退溪与高峰、栗谷与牛溪的

理气四端七情论辩，又有李柬(1677～1727)与韩元震的人性物性同异论辩。这两次

论辩历时几百年，在朝鲜朝的哲学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朱子学○得创造性

的解释，发展了李朝的性理学。

从英祖到哲宗的100年间是实学派的发展期，他们作为性理学家不满于与现实社会
民生相脱离的理论论争的空疏化，主张在治国的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中，不应忽

视利用、厚生，以恢复朱子学的真精神。著名实学家有柳馨远(1622～1673)、李瀷

(1681～1763)、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朴齐家(1750～

1815)、丁若鏞(1762～1836)、金正喜(1786～1856)等。他们关心民瘼，要求改革

土地、科举等制度的弊端，提出开化维新方略，和学习外国科技的主张，体现了儒

教的“与时偕行”和经世济民的精神。

在性理学的朱子学独尊胡情境下，性理学中的其他学说学派受到排斥，甚至被目

为“异端”。即使如此，汉学派(或日古证学派)、阳明学派也得到了传播。汉学派以尹

镌(1617～1680)、和朴世堂(1629～1703)为代表，他们批判朱子学和朱子学者的

经解，重新考辨注解，以求治国安邦之大计。阳明学的最初接受者是南彦经(1528～

1574)，经张维(1585～1638)的承前启后，而到阳明学代表郑齐斗(1649～1736)。

阳明学由于受朱子学的排斥，郑齐斗的阳明学只能以家学的形式而传与儿子和孙婿

等。从哲宗到李王的60年间，李朝在外国侵略者入侵下，订立了各种条约，如1876

21) 参见拙著:《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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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朝日“江华岛条约”1882年的“朝美通商条约”等，这些不平等条约加剧朝鲜政治、

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性理学各派虽延续著，但走向式微。1910年朝鲜疲日本占

领，李朝灭亡。此期间朱子学者投身于反日救国斗争，如崔益铉(1833～1906)、柳

麟锡(1842～1915)、以及开化派的金玉均(1851～1894)。崔济愚(1824～1864)创
建于相对于西学(天主教)的朝鲜民族宗教的东学。1924年在上海就任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国务总理兼代表大总统的朴殷植(1859～1925)的“儒敎求新论”，推崇阳明的

“致良知”、“知行全一”之学。儒教从总体上看，已走向衰落。

500年的李朝。随著中国从先秦元典儒家、经汉代经学儒学、魏晋玄学儒学、隋唐

注疏儒学，而进入宋元明理学(性理学)儒学，达到了儒学的高峰。李朝性理学家在接

受、发展中国儒学高峰中，又作出新有创造，不仅使逻辑思辨更加严密，概念分析

更加精微，而且在形而上价值理想的追求，形而下百姓日用的功能方面，都有所创
新。这是李朝儒学的特点。 

Ⅳ. 韩国儒教特点的几点体认
在系统地、概括地探讨了古朝鲜、卫满朝鲜、四郡朝鲜的儒学传授期，统一新

罗、高丽的儒学融合期，朝鲜朝的儒学造极期，日据时的式微期，及对各个时期儒

学内外社会文化氛围，内在发展趋势理路、儒、佛、道互融互补关系中，凸显了各

个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如果说这是纵向的对韩国儒学发展特点的体认，哪么，从
横向对韩国儒学特点做综合的体认，也是需要的。这样，纵横合观，其特点便更加

清晰地呈现也来。

1. 忧患的强烈性

韩国儒者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它是对于国家

生命和人民生命存在的人文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体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变化的责
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表征。

中国元典儒家著作中，孔子讲“士志于道”，正是那些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的儒

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
贫”22)。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和承担实践责任，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得升。韩国绝大

部分儒者都是从小熟读儒学经典，或经科举考试及第，然后担任官职的知识精英。

他们从小就立志为国为民，肩负著为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重担，为生民立命的责
任，这种自觉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便转化为忧患意识。

22)《卫灵公》,《论语集注》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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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朱子学的双壁，李退溪和李栗谷，就怀著强烈的忧道、忧国、忧民的忧患意

识。退溪和栗谷生活在燕山君到宣祖的时代。此时天灾频仍，经济凋弊，人祸迭

起，生民涂炭。执政者内部勋旧元老派和新进士林派的权力之争，愈演愈烈。这种
权力之争又往往与“士祸”相终始，使众多性理学家遭受杀身之祸。退溪在其逝世前

一年(1569)，他仍忧道忧国，恳切陈词，何宣祖平明诣阙：“士林之祸，起于中叶，

废朝戊午，甲子之事，不须言矣。中宗明圣而不幸已卯祸起，一时贤人君子皆被大

罪。自是邪正相杂，或奸人得时扱复私怨之时，必指为已卯余习，士林之祸，连续
而起，自古未有如此之时也。明宗幼冲，权奸得志，一人败又一人出，相续用事。

士林之祸有不忍言者，近有伸雪之事，自上亦必知之。而臣犹陈既往之事者，欲为
将束之大戒也。”23) 既对宣祖有殷切的期望，又表现也强烈的忧患，担忧“士祸”的

再次发生。“士祸”对于新进士林派的残酷打击，挫伤了性理学家的元气。“戊午

(1498)士祸”，已故大儒金宗直“剖棺斩尸”，门人10余人遇难；“甲子(1504)士

祸”，名儒郑汝昌被“剖棺斩尸”，金宏弼等80余新进士林派遇害。退溪岳父权礩的父

亲权柱在这次士祸中被处死，权礩受株连流放巨济岛，退溪亦受株连，被剥夺了授

予春秋馆记事的职位；“已卯(1519)士祸”，新进士林派代表性理学家赵光祖等70多

“名贤”或赐死，或杖流；“乙已(1545)士祸”，名儒李彦迪等40多人遭难。退溪有鉴
于“士祸”的惨烈和严重后果，认为“士林之祸一起，则非但伤残士林，国脉亦从而断
丧24)”。若国脉断丧，国将何继? 国将何存? 退溪告诫初即位的宣祖：“忧治世而危

明主。盖明主有绝人之资，治世无可忧之防。有绝人之资，则以独智驭世而有轻忽

群下之意；无可忧之防，则人主必生骄侈之心，此诚可虑也25)。”在古代朝鲜，君主

作为国家民族的代表，他的言行、思想、作风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有很大的影

响，因此，对于君主的忧虑，实质上是对于国家民族和士林百姓的生命财产的忧虑
和关怀。宣祖表示：“启告之言，当日日勉戒焉26)”。

李栗谷亦以强烈的忧患，担心士祸的重演。他说：“臣闻自古国家之所特而维持

者，士林也；士林者，有国之元气也。士林盛而和，则其国治；士林激而分，则其

国乱；士林败而尽，则其国亡。已然之昭，昭载简策。”27)士林是国家的依靠，士林

的盛和、激分、败尽，则关系著国家的治、乱、亡，所以营造士林盛和的氛围是很

重要的，但栗谷对此仍不放心，“此臣之所深忧也”28)。

23)《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卷4，《增补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版，

第77页下。

24) 同上书，第78页上。

25) 同上书，第76页上。

26)《退陶先生言行通录》卷4，《增补退溪全书》(四)，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版，

第78页下。

27)《辞大司谏兼陈洗涤东西疏》,《栗谷全书》(一)，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版，第

131页上。

28) 同上书，第13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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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溪、栗谷以儒者经世济民的悲愿，以自己终生的忧患去担当忧道、忧国、忧
民。这种君子有终身之忧的范围，在他们那里，已忧即是国忧，两者已融合一体。

2. 逻辑的精微性

韩国新儒学的性理学家，善于逻辑的思辨和概念、范畴的分析和综合。从阳村到

退溪再到南冥，他们依据自己深切的体贴、艰苦的领悟，对性理学的经典文本倣出

独创性的解释，其所构筑的范畴逻辑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层次性、动态性、清
晰性，较之中国宋明的一些性理学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体现其精微性。

他们根据儒学经典的精神要旨，范畴内涵、性质、功能及其内在逻辑联系，以图
式化的形式表述出来。笔者曾把这种图式化的逻辑形式○其为范畴逻辑结构29)。把

握了范畴逻辑结构，也就把握了对象的思想精髓。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理论思

维或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都是通过一系列哲学范畴来表现的，是由诸多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哲学范畴间的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并从整体的

逻辑结构上，确定诸范畴在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阳村的《入学图说》40篇

图说，包括阐明《四书》体系和要义的《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的6篇图说，探索《

易》、《太极论》、阴阳五行等天文地理的图说23篇，探究《书》的《洪范九畴》、《无

逸》的图说了篇等。退溪的《圣学十图》，包括《太极图说》、《西铭》、《小学题辞》、

《大学经》、《心统性情图说》、《仁说》、《心学图说》等。南冥自撰24图，包括《龙马
图》、《洛书》、《孤虚旺相》、《伏羲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次序》、《三才一太极图》、

《太极图与通书表里图》、《理气图》、《天理气图》、《人理气图》、《心统性情图》、

《忠恕一贯图》、《敬图》、《诚图》等。这些图式，可视为儒教经典诠释上的再创造。

无论是阳村的《入学图说》、退溪的《圣学十图》，还是南冥的《圣学图》，都是概
念的意识结构。它作为存在结构，是结构层次关系与结构“同时态”、“历时态”的统
一；是存在诸概念要素运动形式以及各要素间相对稳定的排列顺序或结合方式；它
是范畴逻辑结构内在各个层次、部分之间互相联系、作用、转化的表现方式；也是

存在内部各概念、范畴联结成一整体的系统思维形式。他们的范畴逻辑结构的结构
形式，基本采取：顺序结构、体现纵向、横向和斜向逻辑顺序结构的统一；选择结
构、他们把自己作为选择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体贴、诠释、对范畴进行选择，

构成一定的结构；反复结构。由于诸多范畴互相联结是错综复杂的，主体对范畴的

体认把握也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而有反复结构。

范畴逻辑结构的这三种形式，是互相联系，同步同构的。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

(1)整体性。是指以某一范畴为中心、如理、太极、敬、诚等等，以揭示思维对象内
在和外在整体概念群或范畴之网，及其内、外在的规定、关系的互相联系或组合方

式；(2)、有序性。是指诸多范畴间关系的规则性，系统性和逻辑性；(3)、层次性。

29) 参见拙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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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有诸多范畴所构筑的范畴结构，每种结构图式都体现了不同的结构层次；(4)、

动态性。是指诸范畴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其图说都蕴涵著大化流行。

3. 性情的深刻性

由儒教的心性论而深化为性情论的四瑞七情论辩。这是在探讨人间与存在的根据

的形而上学问题时，落实到人世的性理问题上，而展开理气这个属于形而上、下世

界与心性的四端七情关系的论争。四端七情的发端，在权近的《天人心性分释之

图》的《心图》中已有蕴涵，约100年后，李退溪把郑之云(1509～1561)的《天明图
解》中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修改为“四端理之发，七情气之发”。这就引发
了退溪与高峰坚持7年之久的四端七情论争。退溪虽认为理气不离不杂，但从不杂而

言，理气决是二物，因此有理发、气发的二分。高峰批评退溪的理气四端七情“判为
两物”说，主张“七包四”，即七情包含四端30)；退溪认为理自身能活动，故能发31)，

高峰则认为理不活动，经辩论，退溪在晚年所作的《圣学十图》的《第六心统性情

图》中改为“理发而气随之，气发而理乘之”；退溪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不

杂，高峰则认为“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混，故有善有恶。其后又有李栗谷与成牛溪的

四端七情论辩。栗谷不同意退溪“理气互发”论，而坚持“气发理乘”论。牛溪基本上

持退溪的观点，他认为“理与气之互发，乃为天下之定理，而退翁所见，亦自正当
耶”32)。肯定退溪理气互发论，并以之为天下的定理，而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33)。

如果说，退溪与高峰论辩是第一个高峰的话，那么栗谷与牛溪之辩为第二个高

峰。由四端七情的道德心性、道德价值和道德实践而追究到道德形上学与道德形下

学，并深入到道心/人心、天地之性/气质之性、性/情、善/恶、性命之正/形气之

私、理/气、发/乘、动/静、未发/已发、内发/外感、原/生等等问题的论辩。这就把

道德形上与形下、道德价值根据与道德实践、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等圆通起来，而

凸显心、性、情的深刻性。

其后有金长生对退溪理气互发说的批评，而继承栗谷四端七情说。丁时瀚则继承

退溪，而批评栗谷。两人对四七之辩均有其深刻见解和独发之处，特别是由“四七之

辩”而深入为“人物性同异论辩”，这次论辩始于李柬与韩元震，而后发展为“湖洛论
争”，通过长期的辩论，发展了朝鲜朱子学，也形成朝鲜化的朱子学，或曰朱子学的

30) 参见拙著:《理气四端七情之辨》，《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

10-12页，另见拙著:《高峰奇大升》，收入李延平主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369页。

31) 参见拙著:《动静、死活、变化》，《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

129-138页。

32)《与栗谷论理气第一书，别纸》，《牛溪先生集》卷4，《坡山世稿》第139页下。

33) 参见拙著:《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6页。在此不聱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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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化，这是朝鲜儒学的重要特点。

4. 融突的和合性

韩国儒学之前所以具有独创性和朝鲜化的朱子学，是由于其融突的和合性。和合

是诸多文化、思想、理念、学说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

和合为新结构、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34)。韩国儒学在其发展中始终体现了其和合

性，譬如“花郎道”，他源自由少女浪漫的审美活动，逐渐演变为青少年的自由奔放

的人格陶冶之“道”。花郎道或称“风月道”，“风流道”，是为建到“欲兴邦国”而培养
人材的教育方法35)，是实现国家至高理念的生力军。“花郎道”的精神信仰、思想理

念、行为规范便演绎为“花郎道”。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说：“国有玄妙之道，曰

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手。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

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

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36)“花郎道”是把忠孝的儒教伦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教自

然品格，行善莫恶的佛教戒律相融合。儒教伦理的道义规范使人自觉“人之所以为
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道教逍遥于山林，漫游于自然，陶冶了人生智慧和境界;佛敎

世俗五戒37)是到达湟、净土的阶梯。三教融合而转生为一种新的精神的诞生，既“花

郎道”，这便是新和合体。这种新和合体是韩国所独有的，也是韩国化了的三教和合

体。

韩国儒教特点除上述四方面外，还有修道的教化性和学脉的传承性，都有别中

国、日本儒教，而具有具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凸显了韩国儒教精神，也在一定

意义上体现了韩国民族精神，弘扬韩民族精神，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冲突，

是有现实价值的；对人类的“安身立命”，也是有裨益的。

34) 参见拙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首都师范大学1996

年版；《和合与东亚意识》，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版。

35) 参见金忠烈：《高丽儒学思想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51-57页。

36) 金富轼：《新罗本纪第四․真兴王》《三国史记》卷4。

37)《海东高僧传․圆光传》载贵山求圆光示戒铭，于是提出世俗五戒：“事忠以忠，事亲以

孝，交友以信，临战不退，杀生有择。” 此五戒虽与《三国史记․贵山传》个别字有出入，

但意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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